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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现状
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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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分析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于

2018 年 1—12 月在无锡和江阴市的 3 所三级甲等医院选取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 185 例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一般资料问

卷、家庭成员决策自我效能量表、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对其进行调查。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重型颅脑外伤

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 结果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的早期决策自我效能得分为（42.36±5.39）
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法定代理人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疾病不确定感和社会支持情况进入回归方程（P＜0.05），共解释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总变异的 64.7%。 结论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处于

中等水平，法定代理人的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疾病不确定感和社会支持情况是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医

护人员可结合法定代理人的性别、家庭经济状况、疾病不确定和社会支持情况等因素开展决策支持干预，以提高法定代理人早期

决策自我效能水平，促进患者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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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f 185 Legal Representativ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Trauma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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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early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f legal representative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trauma and analyze its influence factors. Methods With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185 legal surrogate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trauma were selected from three tertiary grade A hospitals in Wuxi and Jiangyin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8.
General data questionnaire, Family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 Mishel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family Member Form
and Social Support Scale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ubject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arly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f legal surrogat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trauma. Results The score of
early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was 42.36±5.39.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family income,
disease uncertainty and social support of legal surrogates entered into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P<0.05), which explained 64.7% of the
total variations. Conclusion Early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of legal representative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craniocerebral
trauma is in a mediate level and its main influence factors are gender, family income, disease uncertainty and social support.
Healthcare staff can carry out decision support interven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nfluence factor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self-efficacy of legal surrogate in early decision-making and maximize the interests of patients.
Key words: craniocerebral trauma; alternative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disease uncertainty

颅脑外伤是外界暴力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头部所
造成的损伤， 伤后昏迷 6 h 以上或再次昏迷者为重
型颅脑损伤[ 1 ]。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属于无行为能力
者，在我国建立预先医疗指示的人群极少，根据我国
法律规定，需由患者的法定代理人进行医疗决策[ 2 ]，
做出最符合患者期望和利益的选择[3-4]。 对于重型颅

脑外伤患者而言，意外发生突然，病情危重，需要法
定代理人在患者入院早期就做出医疗选择， 其决策
能力对于能否保障患者利益最大化至关重要[5，6]。 既
往国外研究表明， 法定代理人的决策能力受其自我
效能影响，评估法定代理人的决策自我效能，并给
予针对性的干预，有助于提高法定代理人的决策能
力 [ 7 ]。 目前国内关于替代决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 [ 8 ]，针对重症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
自我效能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旨在调查重型颅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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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 并分析其影
响因素，以期为提高法定代理人的决策质量，促进患
者利益最大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 2018 年 1—
12 月抽取无锡市和江阴市 3 所三级甲等医院（江南
大学附属医院、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江阴市第四人
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
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1）患者年龄≥18岁；（2）
患者经头颅 CT 或 MRI 检查确诊为颅脑外伤，伤后
昏迷＞6 h 或再次昏迷，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lasgow Coma Scale，GCS）≤8分[ 1 ]；（3）患者入院时
间≤3 d；（4）患者的法定代理人依次为患者配偶、父
母、成年子女或其他近亲属 [ 2 ]；（5）研究对象知情同
意，并自愿参加本调查。 排除标准：患者受伤前存在
其他严重病史。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自行编制， 包括患者和
法定代理人的一般资料。患者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
龄、受伤原因、损伤部位、入住 ICU 天数、APACHEⅡ
评分；法定代理人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患者关系。
1.2.2 家庭成员决策自我效能量表（Family Decision
Making Self-Efficacy Scale）由 Nolan 等 [ 9 ]于 2008 年
编制， 该量表包括患者无意识障碍和患者意识障碍
2 个维度， 分别用于评估不同意识状态患者的家属
在替代决策过程中的自我效能，经检验，患者意识障
碍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5，该维度重测信度
为 0.92[9]。 经原作者授权同意后，本研究课题组采用
Brislin的翻译-回译方法，对患者意识障碍维度进行
了汉化，用于评估意识障碍患者的家属。经 5名重症
医学专家 （3 名 ICU 副主任医师、2 名 ICU 专科护
士）评价，中文版量表的内容效度为 0.900。选取与本
研究纳入标准一致的 50 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
代理人进行预调查，Cronbach α 为 0.842； 间隔 5 d
后随机选择 20名法定代理人再次进行测试，重测信
度为 0.893。该维度包括 13 个条目，涉及决策替代、
治疗选择、满足患者价值观、维持家庭和谐等。 均
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依
次赋值为 1～5 分，得分范围为 5～65 分，得分越高
说明决策受试对象自我效能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该
维度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21。
1.2.3 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 （Mishel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family Member Form,MUIS-FM） 由
Mishel 等[10]于 1981 年编制，用于评估患者家属的疾
病不确定感，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1[10]。王文颖
等[11]于 2012 年翻译为中文版，用于评估重症患者家
属的疾病不确定感，量表 Cronbach α系数为 0.923[11]。
该量表包括不明确性（13个条目）、复杂性（9个条目）、
信息缺乏性（5 个条目）、不可预测性（4 个条目），共
4 个维度 31 个条目。 均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
完全同意~完全不同意依次赋值为 1～5 分。 总分为
31～155 分，得分越高说明不确定感越强。 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35。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由肖水源 [12]于 1986 年
编制， 用于评估一般人群的社会支持情况， 量表总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96，重测信度为 0.92[12]。 该量
表包括主观支持（3个条目）、客观支持（4 个条目）和
支持利用度（3 个条目），共 3 个维度 10 个条目。 条
目 1～5， 条目 8～10采用 Likert 4级评分法， 从选项
1~选项 4 分别赋值 1～4 分，条目 6、7 根据具体选项
进行赋分。总分范围为 12～66分，得分越高意味着社
会支持情况越好。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
数为 0.811。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医生与
法定代理人进行首次谈话结束时， 由研究者发放问
卷。 首先采用统一指导语向符合标准的法定代理人
介绍研究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方法，获得知情同意
后，由其自行填写问卷。 问卷当场发放，由研究者核
对作答无遗漏后，当场收回。 共发放问卷 200份，回
收有效问卷 185份，有效回收率为 92.5%。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分析数据。 对计
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 标准差描述， 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
数、四分位数描述；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构成比描述。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不同特
征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的差异； 法定代理
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与其疾病不确定感得分、
社会支持得分、患者 APACHEⅡ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
能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检验水
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1.1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的一般资料 185 例重型
颅脑外伤患者，年龄 21～72（47.29±14.39）岁；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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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112 例（60.5%），女性 73 例（39.5%）；受伤原因
以车祸伤和坠落伤为主，分别为 77 例（41.6%）和
46 例（24.9%）；损伤部位以硬膜外和硬膜下居多，
分别为 55 例（29.7%）和 50 例（27.0%）；患者入住
ICU 时间为（1.76±0.67）d；APACHEⅡ评分为 18～32
（26.91±5.23）分。
2.1.2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的一般资料
185 例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 年龄 25～68
（50.98±15.21）岁；其中男性 103 例（55.7%），女性 82
例（44.3%）；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39 例（21.1%），初
中 43 例（23.2%），高中及以上 103 例 （55.7%）；多
为已婚，161 例（87.0%）；家庭经济状况：不佳 68 例
（36.8%），一般 92 例（49.7%），良好 25 例 （13.5%）；
135例（73.0%）为患者配偶。
2.2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
效能、疾病不确定感和社会支持的得分情况 本组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得
分为（42.36±5.39）分；疾病不确定感家属量表总分
为（94.21±11.38）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不明确性
（39.51±0.71）分，复杂性（23.58±2.84）分，信息缺乏
性（16.45±2.64）分，不可预测性（13.39±1.38）分；社会
支持量表得分（47.83±6.22）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
主观支持（25.37±5.11）分，客观支持（11.54±2.69）分
和支持利用度（8.19±1.86）分。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本组重型颅脑外
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与家属疾病
不确定感总分呈密切负相关（r=-0.536，P＜0.001），
与社会支持总分呈密切正相关 （r=0.512，P=0.035），
与患者 APACHEⅡ评分呈密切负相关（r=-0.486，P=
0.021）。
2.3 不同特征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
决策自我效能得分的比较 将本组重型颅脑外伤患
者法定代理人按患者性别、年龄、受伤原因、损伤部
位、入住 ICU 天数、法定代理人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婚姻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与患者关系分组，比较
其决策自我效能得分情况。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
同患者性别、年龄、受伤原因、损伤部位、婚姻状况的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 其决策自我效能得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患者入
住 ICU天数，不同法定代理人年龄、性别、文化程度、
与患者关系、家庭经济状况的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
定代理人，其决策自我效能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见表 1。

2.4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
效能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法定代理人
早期决策自我效能得分为因变量， 以单因素分析和
相关性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9个变量 （患者入住
ICU 天数、法定代理人年龄、法定代理人性别、法定
代理人文化程度、法定代理人与患者关系、法定代理
人家庭经济状况、患者 APACHEⅡ评分、疾病不确
定感得分和社会支持得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分析法筛选变量（α 进入=0.05，
α 剔除=0.10）。 结果显示，法定代理人的性别、家庭经
济状况、 疾病不确定感得分和社会支持得分进入回
归方程（P＜0.05），共解释总变异的 64.7%，见表 2。

表 1 不同特征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

效能得分的比较（n=185，X±S，分）
项目 n 决策自我效能总分 统计量 P

入住 ICU天数（d） F=13.224 ＜0.001
1 68 31.34±3.78
2 93 38.73±5.16
3 24 44.65±4.84

年龄（岁） F=12.084 0.037
≥25～39 64 45.68±4.91
≥40～59 98 38.67±5.47
≥60 23 33.58±4.58

性别 t=8.539 0.033
男 103 45.62±5.47
女 82 38.11±5.95

文化程度 F=14.531 ＜0.001
小学及以下 39 32.39±4.82
初中 43 37.95±4.75
高中及以上 103 44.39±5.12

与患者关系 F=13.132 0.047
配偶 135 44.38±5.12
子女 31 41.29±4.88
父母 17 34.56±4.73
其他 2 33.64±5.35

家庭经济状况 F=11.792 0.021
不佳 68 35.59±4.38
一般 92 38.12±5.17
良好 25 45.73±5.32

表 2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影响

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185）
回归 标准 标准回
系数 误差 归系数

常数 43.122 1.133 - 32.428 ＜0.001
法定代理人性别 3.452 0.298 0.375 9.685 0.021
法定代理人家庭经济状况 3.194 0.662 0.454 8.146 0.034
疾病不确定感 -2.237 0.483 -0.571 0.642 0.005
社会支持 1.338 0.857 0.136 3.462 0.018
注：回归方程 F=73.852，P＜0.001，R2=0.652，调整 R2=0.647；自变量
赋值，法定代理人性别（1=女，2=男）；法定代理人家庭经济状
况（1=不佳，2=一般，3=良好）；APACHEⅡ评分、疾病不确定感
得分和社会支持得分以原始值录入

项目 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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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
能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 重型颅脑外伤患
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得分为 （42.36±5.39）
分，与量表总分中间值 32.5 分比较，处于中等水平，
低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7，9]。究其原因，可能与国内外
预先医疗指示的普及和实施情况不同有关。 有研
究显示，在我国预先医疗指示的知晓率不足 90%，大
多数人对于在生命垂危状态下可能要进行的治疗措
施，如心肺复苏、机械通气等所知甚少，较少考虑过
作为法定代理人为家人进行医疗决策 [ 4 ]。 当家人出
现危及生命的意外， 不得不承担法定代理人的责任
时，往往不知所措，因而早期决策自我效能不高。 而
欧美等国关于预先医疗指示的法律制度出台较早，
相关知识普及率较高， 人们对于家人在无意识状态
下的生命意愿和法定代理人，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因
而当家人意外发生时，能够相对有效的进行应对[ 3 ]。
本结果提示， 在我国还需进一步完善关于预先医疗
指示的法律制度， 加强对预先医疗指示的宣传与科
普，提高社会公众对于预先医疗指示的认知，使更多
的人群在遇到类似情境时，能够积极有效地应对。建
议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 针对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
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较低的情况， 需具体分
析法定代理人的个人特征，从知识、态度、情感等方
面， 有针对性的开展决策支持干预， 鼓励其振作精
神，帮助其权衡决策利弊，从而使患者的利益得到最
大化。
3.2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
效能的影响因素
3.2.1 法定代理人性别 本研究结果显示， 法定代
理人性别是其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B=3.452，P=0.021），即男性法定代理人的早期决策
自我效能水平高于女性，该结果与 Wendler 等 [13]的
研究结果类似。 重型颅脑外伤是一种严重的突发性
事件，患者病情危重且发展迅速，对其法定代理人及
其家人造成巨大的应激压力 [14]，短时间内往往难以
做出适当的心理调适。就不同性别而言，男性遇事相
对冷静沉着，能够保持理智处理问题，因而早期决策
自我效能水平相对较高[15]。 而女性更加敏感和脆弱，
在面对家属突发意外， 且危及生命时， 往往不知所
措，难以接受，出现极度紧张、焦虑状态。建议医护人
员，针对不同性别的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
需关注其心理特点，有针对性的运用沟通交流技巧，
如针对男性代理人， 医护人员应鼓励其及时进行情
绪上的宣泄，积极求助，而不是独自面对困难，压抑

情绪；针对女性代理人，更加需要重视情感上的安慰
和情绪上的疏导，鼓励其坚强的面对困难，尽快调整
状态，从而提高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积极参与患
者的决策中。
3.2.2 法定代理人家庭经济状况 重型颅脑外伤患
者的病情复杂，需严密监护患者，综合运用多种治疗
措施，因而治疗费用较高，且后期康复期间对照护需
求较大，一般家庭往往难以承受[14，15]。 本研究结果显
示， 法定代理人家庭经济状况是其早期决策自我效
能的主要影响因素（B=3.194，P=0.034），即法定代理
人家庭经济状况越好， 其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相
对越高，与国外的研究存在差异[13]。 可能与国内外医
疗卫生保障体系不同有关， 在我国不同患者的医疗
付费方式差异较大， 且在救治重型颅脑外伤患者的
过程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费用需要由个人承担，因而
将对家庭造成不同程度的经济负担[14-16]。对于经济状
况较好的法定代理人而言， 其在权衡治疗方案利弊
时，以患者能否得到最好的治疗为首要考虑；而对于
经济状况不佳的法定代理人而言， 还需综合考虑家
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多个方面， 因而在早期决策时
会顾虑较多，影响其决策自我效能。 而在国外，医疗
保障体系和社会慈善救助制度较为完善， 法定代理
人对于经济方面的顾虑相对较少[17]。 建议医护人员
需综合评估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家庭经济
状况，结合治疗护理和后期照护费用等，向法定代理
人进行交代，努力帮助有困难的家庭，向其介绍社会
爱心救助的方式和途径，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家庭
经济状况不佳的法定代理人缓解困难， 提高其决策
自我效能，以保障患者权益的最大化。
3.2.3 法定代理人疾病不确定感 疾病不确定感是
指疾病的有关个体，包括患者及家属等，缺乏判定与
疾病有关事物的能力[18-20]。本研究中特指患者的法定
代理人缺乏判定与重型颅脑外伤有关事情的能力。本
研究结果显示，法定代理人的疾病不确定感是其早期
决策自我效能的主要影响因素 （B=-2.237，P=0.005），
即法定代理人的疾病不确定感越强， 其早期决策自
我效能水平越低，与国外研究结果一致[7，13]。 重型颅
脑外伤发生突然， 法定代理人大多对这一疾病所知
甚少，不了解重型颅脑外伤的病情和治疗信息，担心
病情发展和预后，因而缺乏决策依据。 李亚群等[21]的
调查提示，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家属早期信息需求较
高，尤其体现在损伤状况、治疗措施、检查方法及医
护资质等方面。疾病不确定感越强烈，法定代理人越
难以决策， 无法根据现有知识为患者做出治疗护理
方案的选择。 建议医护人员关注法定代理人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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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疾病不确定感，加强沟通，评估法定代理人对于
患者病情和治疗信息的需求，为法定代理人提供及
时全面的专业信息支持 [15]，将患者的病情和预后详
细告知法定代理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治疗护
理方案及其风险，以降低法定代理人疾病不确定感
对其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的影响。
3.2.4 法定代理人社会支持 本研究结果显示，法
定代理人的社会支持是其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的主要
影响因素（B=1.338，P=0.018），即法定代理人的社会
支持水平越高，其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越高，该结
果与 Dionne-Odom等的研究结果类似[ 7 ]。 由于重型
颅脑外伤患者病情不稳定，预后差，病死率高，患者
的法定代理人往往身处困境，感觉孤立无援，一方面
要面对昏迷不醒，随时可能去世的患者，一方面又要
利用自身有限信息为患者做出医疗选择， 因而常常
觉得难以承受[16]。 而来自家庭、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可
以促进法定代理人进行决策制定[ 8 ]。 若其有来自家
庭、朋友的支持，给予心理上的安慰和鼓励，为其出
谋划策，可大大缓解法定代理人的压力，进而提高其
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14，16]。建议医护人员需积极调
动重型颅脑外伤患者家庭的力量， 鼓励法定代理人
主动寻求来自外界的支持，减少自身压力和负担，以
提高早期决策自我效能水平和决策信心。

综上所述， 重型颅脑外伤患者法定代理人早期
决策自我效能处于中等水平，法定代理人的性别、家
庭经济状况、 疾病不确定和社会支持情况等因素是
法定代理人早期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因素。 针对女
性、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疾病不确定感强、社会支持
不足的法定代理人，医护人员可从知识、态度、情感
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决策支持干预，鼓励法定代
理人振作精神，帮助其权衡决策利弊，充分调动患者
家庭的力量，从而使患者的利益得到最大化。本研究
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关注了法定代理人早期的决策自
我效能水平，未进行后期的追踪，今后还可进一步设
计纵向调查研究， 探讨法定代理人在不同阶段的决
策自我效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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